
世纪始，人类社会开始从国别的、区域的历史进

在一切其他范围内，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，不

仅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苦着我们，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

不够的情形苦着我们。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，还有一系列过去

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。这各种灾难，是由古旧生产方

式的残存，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不合时代要求的社会关系和政

治关系引起。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，而且也为死者所苦。死者

捉住生者。

年马克思：《＜资本论〉初版序言》，写于

夫安弱守雌，笃于旧学，固无以争存于天下，第所以匡谬

而失正，则虽日易故常，哭泣号叫之不己，于忧患又何补矣？此

所以明哲之士，必洞察世界之大势，权衡较量，去其偏颇，得

其神明，施之国中，翕合无间，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

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，人生意义，致之深

邃，则国人之自觉至，个性张，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。人国

既建，乃始雄厉无前，屹然独见于天下，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

事物哉

鲁迅：《文化偏至论》，写于 年

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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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至 世世纪

世纪

世纪至

入“世界历史”，

即

在西方和东方文明内部都先后生长出现代

经济和思想文化等“世界历史”的因素，并按照体现着这一总

趋向的各自的特殊发展道路而走向对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。

在中国，从明代嘉靖初至清道光二十年 年代

年代 正是一个使古老文明汇入世界历史的特

殊发展时期。它既体现着社会发展和人类心灵发展的一般规

律，同时又因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既往的特殊性而使从

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启蒙的道路具有格外“坎坷”的

中国特色。

依据明清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，可以把中国早期启蒙

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。

纪

第一阶段：从明代嘉靖至崇祯，约

年代。

这一阶段，是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、明王朝被迫

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有限的改革和开放政策

的阶段。其特点是：“末富居多，本富益少”，商业资本不再流

向土地，而是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，弃儒从商的士人和弃农

经商的地主大量出现；大批农民流入城市，“延颈待雇”，形成

了自由的劳务市场和“机户出资、机工出力”的生产关系；不

带有政治和军事性质的纯粹商业性市镇纷纷兴起，早期市民阶

层开始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，东林党人和许多无党派人士呼

唤“工商皆本”，充当市民阶层的政治代言人；徽商和东南沿海

人民开始向海外发展，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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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斗争中占有明显优势；明王朝被迫实行有限的改革开放政

策，包括：终结土地国有制的“官民一则起科”政策，变实物

赋税为货币赋税的“一条鞭法”，变劳役为“以银代差”的匠籍

制度改革，允许民间开矿及数次开放海禁等。但与此同时，明

王朝对工商业者的掠夺、禁止讲学自由和迫害思想异端的思想

文化政策，仍严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。

这一时期，是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如万壑争流、千帆竞发、蔚

为壮观的发展阶段，更多地具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“人的重新

发现”与“世界的重新发现”的特征。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：抗

议权威，冲破囚缚，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。这一时期的启蒙学

术包括：以李贽为代表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、呼唤个性解放的

人文主义思想，以何心隐和东林党人为代表的“以友朋代君

臣”、“以众论定国是”的初步平等观念与早期民主思想，以赵

南星、冯应京、王徵为代表的“工商皆本”的经济思想，以朱

载堉、徐光启、陈第等一批晚明科学家、历史考据学家所代表

的科学的知性精神的觉醒。

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中心一环，是“人的重新发现”的近

代人文主义。正德间兴起的市民文学、吴中傲诞士风以及稍后

归有光对复古文风的批判，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诞生作了准备；王

阳明学说中包含的“只信自家良知”、“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

非”、“狂者胸次”、“五经皆史”等因素，客观上充当了人文主

义兴起的嚆矢。以王学的分化为契机，产生出“非名教所能羁

络”的泰州学派；进而有李贽出，颠倒千万世之是非，呼唤复

“童心”，做“真人”，“各从所好，各骋所长”，张大启蒙旗帜；

由此，袁宏道的“性灵说”，汤显祖的“至情说”，冯梦龙、周

铨、闵景贤的情感本体论⋯⋯接踵而来，以人文觉醒对抗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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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

年代。

异化，崇真尚奇，蔚为风气，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启蒙的主要特

色。

世纪

第二阶段：从南明弘光、永历到清康熙、雍正，

年代至

这一阶段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战火中备遭摧折而后又艰

难恢复和发展的阶段，是清王朝重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统

治的阶段。其主要特征是：清王朝在推行重农、恤商的经济恢

复政策的同时，强调以农为本，促使商业资本重新流向土地；在

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，同时加以严格限制，并逐渐走向实行闭

关锁国政策；全面恢复科举制，修四库全书等，但严禁知识分

子党社活动，大兴文字狱；全面推行道德礼教下移运动，从注

重经学走向定朱熹思想为一尊。

这一时期，是早期启蒙者“鸡鸣不已于风雨”的时期。新

旧矛盾与民族矛盾复杂纠葛，使思想启蒙的中国特色特别显著。

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：深沉反思，推陈出新，致思周全而衡虑

较多。就学派分野而言，有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学及其考据之

学，有黄宗羲开出的浙东史学，有傅山所代表的子学研究，有

方以智所代表的新兴质测之学，有王夫之所代表的对宋明道学

的总结。但亦互有交叉。就思想言，有以黄宗羲、唐甄为代表

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“工商皆本”的经济思想；以顾

炎武、颜元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“实学”思想；以方以智、方

中通、梅文鼎为代表的“缘数以寻理”的科学思想；以傅山为

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想等。这一时期的思想，带有对晚明思想进

行反思的性质，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从总结明亡教训的立场，指

斥李贽之鼓吹“私欲”，强调“大公”。然而，顾、王等人的思

想又与李贽有若隐若显的继承关系，如王夫之讲“人欲之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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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至世纪

得”、“道因时而万殊”、“性日生日成”等等，都可以从李贽著

作中找到相似的命题。顾、王与李贽的分歧，似有乌托邦主义

者与自由主义者之分歧的性质；前者敌视后者并有广泛社会基

础，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。

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中心一环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

主思想，内容极为丰富。黄宗羲、唐甄等皆从个体出发肯认人

的自然权利，批判专制主义，设计民主政治方案，以使人人

“各得自私，各得自利”、“各得自为”为归宿。王夫之、吕留良

等则从群体出发肯认人的自然权利（主要是生存权和发展权），

反对“私天下”而主张“公天下”，以“保其族、卫其类”为归

宿。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各有不同，改革方案的设计也颇有区

别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，国家是抽象的共名，“万民之忧乐”、

“百姓之生死”才是具体的和高于一切的。他们的分歧反映了民

族矛盾与新旧矛盾的纠葛，他们的共同点则反映了早期自由主

义者与早期乌托邦主义者共有的初步的民主要求。

年代。

第三阶段：从清乾隆到道光二十年，即

世纪

这一阶段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获得较大发展、但又是清

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、思想专制十分严酷的阶段。以乾隆二

年清政府开放矿禁为契机，在全国各地兴起了民办矿厂的热潮，

商业资本大批转化为产业资本；此外，士人、地主乃至知县也

纷纷弃儒、弃农、弃官办矿、经商，形成了一个作为中国近代

矿业资本家之前身的新兴的“厂民”阶层；矿厂规模之大、分

工管理之严密，已相当于近代大型手工工场，且普遍建立起雇

佣劳动关系，有力地启动了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。统治集团内

部要求取消矿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呼声日高，并在很多地区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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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《牡丹亭》、

行或部分实行，有的官员还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国内自由贸易市

场的要求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放开搞活了，但清王朝实行闭关

锁国政策，在政治上依然借助文化专制：科举制、“文字狱”等

来保持强控制。然而总体来看，清王朝对经济和文化的控制力

已大大削弱。在民间，反映市民趣味的通俗流行歌曲空前盛行，

且十倍百倍于晚明；戏曲舞台上《红楼梦传奇

《桃花扇》等交相辉映，屡禁不止。

这一时期的学术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：执著追求，潜心开

拓，身处徊流而心游未来。“洄流”指人为地截断中西文化交流

而实行闭关政策，强化文化专制，“文字狱”之多之密超轶康熙、

雍正时期。以学术流派而论，主要有四个流派：以戴震为代表

的皖派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，以王念孙、汪中为代表集吴皖

二派之长的扬州学派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后劲。此外，

有独树一帜的郑燮、袁枚。乾嘉考据学者以对汉学的推崇和

“尤异端寇仇乎程朱”的风格，赋予了考据学以与宋明“道学”

相对抗的鲜明的学派特征，被正统学者斥为“离经叛道，过于

杨墨佛老”。戴震既是考据学的大师，又是从考据中开出义理的

先驱。进而有焦循、章学诚、俞正燮、包世臣、龚自珍等使戴

震提倡的“志存闻道”的精神发扬光大。

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中心一环是学术独立和学术研究中的

知性精神的发展。考据学既非科举考试的敲门砖，亦与官方意

识形态相对立，却有那么多的学者去研究，实有一种超越现实

利害的纯粹求知务实的精神。戴震的重“心知”、“察分理”的

知识论，袁枚对道统论的批判和要求史学、文学脱离道统的呼

声，郑燮关于“学者当自树其帜”的呐喊，以及戴震、袁枚、俞

正燮、龚自珍从尊重人类自然权利之公理出发对名教“杀人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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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个性解放的新道德

“吃人”，强迫妇女“节烈”，扭曲人性的伦理异化的批判等等，

都是知性精神在理性和感性的层面上的表现。

这一时期的启蒙学术，带有向晚明启蒙思想复归的特征，

“童心说”、“性灵说”、“解缚说”、“人皆有私说”等晚明思想，

都被重新加以强调。它一方面可以与晚清西学东渐和向着世界

认同的改革运动相接轨，从而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契合；另

一方面，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龚自珍也预见到“山中之

民有大声音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”的农民革命风

暴，预见到了这一代表中国广大农村巨大的传统文化力量所赋

予的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。

早期启蒙学术中包含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

前进运动的三大主题：个性解放的新道德、科学与民主。

诸如残害妇女的节

早期启蒙学者所论述的个性解放的新道德，既有理性层面

的对于理欲、情理、义利、个体与类之关系的哲学论说，又有

感性层面上的对于伦理异化的突出表现

的激烈批判。烈、纳妾以及“吃人”的忠孝观等等

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理欲观

晚明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和新理欲观的建立分两支发展。一

支是从泰州学派到李贽、再到李贽的众多崇拜者的路线，从自

然人性论出发，主张冲决一切“条教禁约”的束缚，自由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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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人的天性。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艮、王襞 颜山农皆主张“所

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”，“制欲非体仁”；何心隐提出其“育欲

说”，时人说他“坐在胶漆利欲盆中，所以能鼓动得人”；李贽

根本否认有所谓与“人欲”相对立的“天理”，鼓吹“穿衣吃饭

即是人伦物理”，离却人欲即无道，因而痛斥道学之虚伪，主张

“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”，因人的能力之差异，在自由竞争中

“各遂千万人之欲”。另一支以王廷相、罗钦顺、吴廷翰、吕坤

为代表，基本上是从“气质之性”一元论出发来反对禁欲主义。

罗钦顺提出“欲出于天，理在欲中”，吴廷翰提出“人欲不在天

理外”，吕坤则主张“公欲”，带有早期乌托邦主义色彩。

清初理欲观作为对晚明的反思，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吕坤

的“公欲”观。王夫之、费密、颜元等皆肯认“欲”是人类活

动的原动力，但反对私欲而主张“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”、

“欲不可禁，亦不可纵”等等，将人欲作为天理之一部分而在改

造了的天理的范围内实现“公欲”；连理学名臣李光地亦肯认

“人欲非恶”而主张“公天下之欲”。此外，傅山、陈确、唐甄

的思想则带有晚明自由主义的色彩，陈确肯认有“私”的“人

欲”，反对伦理道德至上主义；唐甄排斥“天理”，从“生于血

气、避苦求乐”的自然人性论出发，探讨人之“血气”与“心

智”的调和，开乾嘉时期戴震“血气心知”的新理欲观之先河。

乾嘉时期的新理欲观，以戴震、焦循为代表。戴震提出了

包括欲、情、知三要素的“血气心知”的自然人性论，深化了

对于人性的认识，指出“无欲无为又焉有理”，揭露“宋儒理欲

之辨”为以理杀人的“忍而残杀之具”，提出了“遂己之欲，广

能遂人之欲”的新理欲观。焦循继承和发挥了戴震的学说。

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情理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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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”和“

晚明新情理观大放异彩。自李贽提出发抒真性情的“童心

缊化物，天下亦只有一个情”的唯情论观点以后，袁

宏道提出了包含真情与天趣二要素的“性灵说”，主张表现“通

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”的“至情”，反对“拂情以为理”，而

主张“理在情内”；汤显祖提出了“世总为情”、情通乎宇宙自

然规律的“至情说”，并赋予其与封建道德之“天命之性”、“天

理”、“吏法”相对立的属性，呼唤“有情之人”和“有情之天

下”。冯梦龙提出“四大皆幻设，唯情不虚假”，鼓吹“六经皆

以情教”。此外，周铨论“天下一情所聚”，闵景贤论“情为位

育真种子”等等，皆以“情”为塑造人格、砥砺志节的精神力

量。

清初新情理观，分作两途发展。以傅山、黄宗羲为代表，继

承和发展晚明“童心”、“性灵”、“至情”观。傅山认为“情为

天地生人之实”，呼唤“复情”、“尽情”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；

“宁花柳，勿瓶钵”，犹是晚明流风余韵。黄宗羲认为“非情亦

何以见性”，强调“情至文未有不至”的真情抒发，提倡志士仁

人的“风雷之情”。另一方面，以王夫之为代表，纳情于理或援

理入情，认为“天理人情，元无二致”，既肯定情为“性所不容

已”，亦肯认艺术的“情感一审美”的独立价值，反对“桎梏人

情”；又强调“性为情节”的道德要求。对王夫之极为崇敬的刘

献廷认为“六经之教，原本人情”，同时主张对情要“因势而利

导之”。

乾嘉时期的新情理观，更多地倾向于向晚明思潮的复归。袁

枚倡导唯情主义，发展了晚明公安派的“性灵说”，着力揭露宗

法礼教的“吃人”本质。戴震以人性固有的“情”为起点，以

“各遂其情”为归宿，鲜明地提出了“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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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之自然”；斥儒者义利之辨

理”的命题。焦循继承晚明冯梦龙的“情教”说，主张“旁通

情”、“彼此相与以情”，实现“天下皆情”的社会理想。

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义利观

晚明新义利观主要以李贽为代表。李贽提出“夫私者，人之

心也”的命题，以为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，“虽圣人不能无势利

之心”，而求利之心乃是“吾人

为自欺欺人，称颂“作生意者但说生意”为“有德之言”；并把

人际关系放到商业交易关系中去加以考察，认为“天下尽市道

之交”，提倡“强者弱之归”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竞争。

此外，还有黄绾提出“利不可轻”，主张“义利并重”论；吴廷

翰认为“义利原是一物，更无分别；”焦竑认为“即功利而条理

之乃义”，反对“以仁义、功利歧为二途”；陈第提出了“义即

在利中，道理即在货财之中”的命题。

清初新义利观的根本特点是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至上主义的

反抗，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。傅山提出要在国家利益与

私人利益之间划一道合理的界限，以保障私人利益不受侵犯，并

主张以功利而不是以“道德”的空谈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：不

管白马黑马，能引重致远即是好马。唐甄把“为利”作为人类

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，把“利”看作是“义”的基础，主张以

社会功利去检验一切道德说教的合理性；陈确从“有私所以为

君子”的人性自私论出发，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独立的

经济基础而后才能有独立人格；颜元一反传统的义利之辨，主

张“正其谊而谋其利，明其道而计其功”。与新义利观相联系，

黄宗羲主张“工商皆本”，唐甄、陈确的思想更与学者“治生”

的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。

乾嘉道时期的新义利观又别出新解。自称“亦营陶朱财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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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枚从财货来探索时代的变迁：“世运盛衰，其以财货为升降

乎？”继承了戴震的理欲观的焦循认为，“血气”与“心知”的

结合就能使人意识到自身的利益，“为利”乃是人类活动的原动

力，因此“儒者义利之辨不可以治天下”，必须“以利为义”。龚

自珍更为大胆地鼓吹天赋人性自私论，认为“私”如日月经天、

江河行地，甚至将“有私”与“无私”上升到人禽之辨的高度

来认识。与此同时，恽敬发出了“货殖者，亦天人古今之大会

也”的呐喊。

关于个性及群己关系的论说

晚明泰州学派张大王阳明的“狂者胸次”，王艮宣扬“我命

虽在天，造命唯由我”，欲使陷入罗网、“覆压缠绕奄奄然若死

之状”的人们冲决囚缚，复归纵横自在的自由天地；王畿明狂

狷、乡愿之辨，“宁为狂狷，毋为乡愿”；何心隐“以讲学而为

豪侠之具”，呼唤“豪杰”精神；罗汝芳要求“解缆放船，纵横

任我”。进而有李贽出，提倡“各从所好，各骋所长”的个性解

放，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群己关系的新秩序。随后，公安派学者

崇真尚奇，汤显祖讴歌“至情”，批判奴性，将晚明个性解放的

思想推向高潮。明末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加剧，有徐光启提出

强调发挥个体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的“唯知有我”说。

作为清初个性解放学说的时代最强音的是傅山对奴性的批

判。他痛斥以宗法礼教来扼杀青年男女对幸福之追求的卫道士

为“老腐奴”，斥推行蒙昧主义的理学家为“奴儒”，斥对上是

奴才、对下是暴君的专制官僚为“骄奴”，斥丧失民族气节者为

“降奴”；他提出了一要“觉”、二要“改”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

任务，要人们“把奴俗龌龊意见打扫干净”，从此光明正大、堂

堂正正地做人。顾炎武反对“禁防束缚至不可动”的专制主义，

第 11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提倡个体的豪杰精神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使命感；黄

宗羲强调学者要具有不为权势与流俗左右的学术个性；王夫之

提出“我者，大公之理所凝也”，强调个体是类精神的承担者，

理应实现群体所赋予的使命。其中，傅山的思想最富于个性自

由解放的精神。

乾嘉道时期的早期启蒙者更多地继承了李贽、傅山，较多

自由主义色彩。郑燮愤怒谴责专制主义的“箝口术”和礼教束

缚，宣称“青春在眼童心热，直摅血性为文章”，“学者当自树

其帜”；龚自珍继承傅山对奴性的批判，着力于提升人的尊严，

呼唤“去其棕缚”，使人的个性自由发展，以造成一个“不拘一

格降人才”的新的社会氛围。此外，有女学者王贞仪提出男女

“同是人也，则同是心性”、妇女也应有“足行万里书万卷，常

拟雄心似丈夫”的豪迈气概的观点；李汝珍要求妇女解放，甚

至提出了妇女应有参政权的主张。

对于伦理异化的种种突出表现的批判

“节烈”、纳妾、“张巡杀妾”式的忠、“郭巨埋子”式的孝

等等，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异化在感性层面上的突出表现。然

而习俗移人，多数高谈“主义”的人们似乎对此熟视无睹，倒

是较注重研究“问题”的学者颇注重对这些伦理异化的突出表

现的批判。

中晚明学者提出了反对节烈和纳妾、提倡婚姻自由的主张。

方鹏、归有光皆反对女子为未婚夫守志殉死，徐允禄进一步反

对已婚女子守寡殉死；李贽肯定为爱情而私奔，汤显祖则主张

普遍的婚姻自由；冯梦龙更指斥孔子之道“平白地把好些活人

都弄死”。

清初学者唐甄、魏禧都提出了“废阉”的主张，要求彻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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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

废除这一罪恶的制度。此外，毛奇龄主张禁室女守志殉死，女

作家梁贞仪明确反对纳妾，归庄提倡幼者本位，傅山歌颂“风

尘中人”对爱情的忠贞。虽总的说来，倡导者不如晚明之多，但

批判的广度和深度皆有所推进。

乾嘉道时期对伦理异化及各种陋俗的批判呼声渐高，涉及

的范围更广，亦更有深度。反对妇女缠足的主张首次被提出，如

袁枚斥缠足为“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”的恶行，俞正燮提

倡“丁女”风格。汪中、袁枚、俞正燮等人皆反对“节烈”，汪

中痛斥道学家对风尘女子“无故责之以死”的歹毒心理，俞正

燮更将节烈之惨酷揭露得最为沉痛。李汝珍、俞正燮皆反对纳

妾，明确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。与戴震谴责理学家“以理杀

人”的同时，袁枚亦在《张巡杀妾论》、《郭巨埋子论》等文中

对旧礼教的“吃人”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。

晚明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的根本特点，是从讲学

的社会团体的原则引申出国家的原则，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

所引申出的专制国家原则。何心隐于五伦中独重“友朋”，将其

规定为讲学团体中的平等的师友之交，且将其置于君臣之伦之

上，反对“局之于君臣以统天下”，主张“天下统于友朋”，君

臣的原则应该遵循师友的平等原则；要求讲学自由，让政治跟

着民间学术团体的主张走。东林党人公开反对明王朝对何心隐

等的迫害，并继承和发展了何心隐的思想，提出了“以众论定

国是”的政治主张。他们以“天下之公”来对抗专制统治者的

“一己之私”，要求广开言路，实行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最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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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言论自由。顾宪成指出扼杀言论自由乃是“大乱之道”，宣称

“屈于势者不得为屈，究必伸”，“伸于势者不得为伸，究必屈”。

李三才还鲜明地提出了“民又君之主”、“百姓亦长为人主之

主”的命题。东林党人的同情者吕坤亦提出“天之生民，非为

君也”，认为“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”的制度，是与立

君的初衷相违背的；同时，他也强烈地主张言论自由，强调真

理大于权势、“民情甚不可郁”。这一切，都是黄宗羲《明夷待

访录》的先声。

清初民主思想已奠定在近代式的人的“自然权利”的基础

之上，并且将批判君主专制与设计中国民主政治的方案十分明

确而紧密地结合了起来。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，以“有生之初，

人各自私，人各自利”为逻辑起点，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

了“使天下受其利，使天下释其害”，由此展开了对专制制度的

批判和民主政治方案的设计：揭露君主专制乃“天下之大害”，

斥全部封建法律为“非法之法”而根本否定其合法性，提出以

真正具有合法性的“天下之法”来代替君主出于一己之私欲的

“一家之法”，根本否定“修齐治平”的伦理政治原则和特权人

治的政治体制，坚决主张“有治法而后有治人”；反对“移孝作

忠”、“事君如事父”的传统政治规范，主张君臣平等，“臣不与

子并称”；反对专制主义的君主至上、国家至上的原则，认为

“一姓之兴亡”的国家是抽象的共名，而“万民之忧乐”高于一

切，从而主张“天下为主君为客”；进而提出对君主实行分权制

衡，学校议政，“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”，“公是非于学

校”，自中央至地方，学校的权力与各级行政权相平行，使学校

成为决定国是、对皇权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具有监督制约作

用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构，并由此而使广大民众“渐摩濡染”，

第 14 页



年）包世臣著《说储》上下篇，提出废八

从学校议政的精英民主向普遍的民主制过渡，造成“朝廷之上、

闾阎之细”都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普遍民主氛围。黄宗羲

认为，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天下受其利、使天下释其害、使天下

人人“各得自私，各得自利”。将黄宗羲的上述思想称之为“

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”，并非过誉。

，痛斥“叔孙礼乐萧何律”。

黄宗羲的上述观点，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

的思想中。顾炎武自称其政治思想“同于先生（黄宗羲）者十

之六七”，主张“众治”，“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”，人民有

“不治而议论”的言论自由权利；王夫之主张“不以天下私一

人”，君权“可禅，可革”；刘继庄主张“开诚布公”的政治公

开化；唐甄斥“凡为帝王皆贼”，认为人民的生命、财产和言论

自由权利不可剥夺；傅山主张限制政府权力；吕留良斥“秦以

后许多制度绝是一个自私自利”，讴歌“天下之公”。乃至连康

熙朝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亦反对“一人横行于天下”，要求“使二

千年沿袭之秦酷一旦尽

自雍正为强化专制统治而大兴文字狱到乾嘉道时期，政治

领域弥漫血影刀光，成为学者很少涉足的领域，但一片死水中

亦时泛微澜。陆生柟谴责“始皇一片私心，流毒万世”，认为帝

王喜独尊以便其恣睢，“人虽怒之而不敢泄”，然“其蓄必深，其

发必毒”；余廷灿认为圣贤君相“非有异于民”，“非用民而为民

用”。嘉庆六年（

股时文，以革新科举；设给事中封驳朝廷诏勅，以限制君权；允

许学校议政，以发扬士气、通达民情等主张。此后十余年遂有

龚自珍著《乙丙之际著议》、《尊隐》等，倡言依靠民间势力的

政治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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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科学精神

早期启蒙学术中的科学精神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纯粹的求知态度

在西方，科学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才逐步从宗教的束缚下解

放出来，而插上自由的翅膀的；在中国，明代中叶以后，科学

也正在努力冲破儒家道统、象数迷信的囚缚而独立发展，产生

了一批具有纯粹求知态度的学者。王子朱载堉辞去了郑王爵位，

终身从事乐律和天文历算的研究；徐霞客蔑视科举功名，冲破

“谶纬术数家言”及“昔人志星官舆地”的“承袭附会”之说，

“以生命游”，“以性灵游”，“直抉鸿蒙来未凿之窍”，为科学的

地理学研究献出了整个的生命；李时珍使中医学摆脱道教束缚，

注重科学实证，且重视“明变求因”，以求“窥天地之奥而达造

化之权”；宋应星专门从事技术科学的研究和自然哲学的探讨，

宣称“既犯泄漏天心之戒，又罹背违儒说之讥，亦不惶恤也。”

更有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启蒙学者，冲决传统的“夷夏

之大防”，打破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，以谦虚而诚挚的态度去

学习从西方传入的新知识。徐光启提出对西学要“虚心扬榷”、

“拱受其成”，李之藻认为“宇宙公理非一身一家之私物”，许胥

臣认为西来的新知识可以“醒锢习之迷”，瞿式彀认为西学可以

“破蜗国之褊衷”，他们都把西学、特别是西方科学看作是与中

世纪蒙昧主义作斗争的有力武器。此外，王阳明的“五经皆

史”说及其为李贽所张大了的“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”的观

点，杨慎、胡应麟、焦竑、陈第在考据学领域的开拓，特别是

陈第、焦竑提出的“本证”与“旁证”相结合的考据学方法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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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示了传统学术中的知性精神的觉醒。

清初学者继承晚明学者的知性精神，冲破道统束缚，以纯

粹的科学兴趣和求知态度去从事新兴质测之学的研究，将传统

的以体悟伦理道德的“天理”为目的的所谓“格物致知”改造、

转化成为新兴质测之学的“即物以穷理”，“格致”亦因此而成

为自然科学的称谓。方以智明确提出了“质测”（“物理”）、

“治教”（“宰理”）、“通几”（“至理”）的学科区分，科学具有

了独立性；王夫之充分肯定“惟质测能即物以穷理”，推崇“专

家之学”；傅山提出：“理者，成物之文也”，认为理是具体事物

的文理、条理或结构规则；颜元亦与傅山持相同观点，此皆发

戴震“分理”说之先声。与此同时，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亦进

一步渗入经、史、子学研究领域。在经学领域，有顾炎武、阎

若璩、胡渭等人的考据；在史学领域，有钱谦益的“五经皆

史”说和浙东史学的史料鉴别法；在子学领域，有傅山倡导

“不被人瞒过”的方法。

乾嘉时期，中国传统学术进一步从注重伦理道德向重视知

识转变、从包罗万象的道统向分门别类的具体科学转变。“浙西

尚博雅”，程朱派传统的以“道问学”为体验“天理”之途径的

治学方法通过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纯粹的求知方法；“浙东贵专

家”，陆王派传统的“尊德性”也通过浙东学派“言性命者必究

于史”的史学研究的发展而转化成为尊重专家之学及其学术个

性的术语。这一时期，自然科学和文史哲各学科的独立性比清

初更为明显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它们作为无所不包的经学和

道学的婢女和附庸的地位，从而改变了儒家道统凌驾和统驭一

切学术门类的局面。戴震提出的“察分理”，为行将日益增多的

具体科学门类的诞生提供了哲学依据；袁枚反对以史学和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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